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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是宁夏考古研究所与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单位联合编著的须弥山石窟考古报告

《须弥山圆光寺》 的序言。 作者回顾了宿白先生自 １９８４ 年考察关怀须弥山石窟调查特别是须弥山石窟

考古工作的历程， 和 ２０１２ 年须弥山第三次考古调查工作的缘起； 放在 ２０ 世纪中国石窟调查的历史长

河中， 梳理了宿白先生倾尽一生不断思考和推动的石窟寺考古调查和研究的方法论和学术贡献； 介绍

了在宿先生亲自指导下须弥山考古实践中的具体做法。 以此工作向宿先生致敬和表达深切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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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一本须弥山石窟的报告书要出版了， 在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自然而然的

又想起了宿白先生。
须弥山报告的整理出版， 与其说是宿白先生长久的心愿， 还不如说是宿白先生一个

长长的心病， 现在可以算得上是还了一个许下先生很久的愿， 虽然先生已无法目睹。 宿

白先生从 １９８４ 年起至 ２０００ 年曾四次前往须弥山石窟考察， 其中时间最长的 １９８６、 １９８７
两个年度， 每年在须弥山的时间都长达一月之久， 须弥山也是先生石窟考古生涯中浸注

心血最多的一个石窟之一。
２００１ 年的春天， 记得是在一个灰蒙蒙的上午， 笔者之一罗丰去北京大学朗润园宿

府拜访宿白先生。 那时我刚担任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不久， 宿先生虽对我能否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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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关系复杂的单位工作仍表示担忧， 但还是对宁夏在考古方面的几项工作提供了方向

性的指导， 其中也说到了须弥山石窟报告的整理编写。 我顺口向宿先生表达了想法， 北

京大学考古系既然曾经调查过须弥山圆光寺， 能否重新启动编写工作。 宿先生见我随口

说来， 并非成熟考虑， 就谈到他所担心的事： 北大原来的须弥山圆光寺调查， 是受宁夏

文管会的委托而开展的， 现在由考古所接手， 有无障碍？ 他知道， 过去两个单位之间并

不和谐。 我马上表态， 宁夏文管会已经撤销， 由我们接手并无不妥， 请先生放心， 宁夏

方面我会协调一致。 “如果这样， 你可去找马世长商量， 先把图找来， 再核对原来的调

查记录， 然后再说报告编写的事情。” 并叮咛说马世长身体不好， 事又多， 你多催着

点。 随后我找到拄着拐杖、 拖着病身但情绪高涨的马世长先生。 听我转达宿先生的想法

后， 马老师十分高兴， 说由你们接手当然好呀， 这件事终于又可以启动了！ 接着他委托

陈悦新来具体操办。 陈悦新曾经参加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须弥山调查 （本报告说的

第二次考古调查）， 在宁夏工作多年之后， 当时刚入北大随马世长读博士学位。
不久， 消息传来， 结果令人失望， 图丢了。 原来北大考古系几次搬家， 须弥山调查

时绘制的大部分图纸不知所踪， 同时遗失的还有一些文字记录。 马世长听说后， 几次对

我说， 遗失是不可能的， 再找找。 当然没有下文。 每当宿先生问我和马世长商议的结

果， 我只能王顾左右而言他。 有一次在北大勺园开会我向马老师建议， 要不要一起去向

宿先生说明情况， 马老师满脸为难地说： “还是由你说比较方便， 宿先生也不好说你。”
看来这个恶人只好由我来做了。 听说图没了， 宿先生非常吃惊， 又详细询问了寻找过

程， 说那以后须弥山的报告就成问题了。 接着又说了很长的一段话， 简要大意是， 石窟

调查主要是调查者要仔细地看， 一切观察的结果都要落在图上， 图纸是石窟报告整理的

基础， 也是成果， 调查记录只是图纸的补充和辅助。 为了不使宿先生失望， 我信心满满

地向宿先生保证， 会补绘缺图， 重新组织力量调查。 宿先生摇摇头， 满脸狐疑， 失望和

不信任挂在脸上： “那就试试看吧。”
从此以后的数年间， 我们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重启调查， 却又累起累仆， 困难迭

起， 进展缓慢。 宿先生对重新调查每每用警惕的目光注视， 几番反复之后不被宿先生看

好的调查活动几成僵局， 我也有些丧气了。
调查工作陷入僵局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缺少石窟专业人员主持， 二是石窟测量

绘图的结果大家都不满意。 时间拖了很久， 所谓的石窟测量调查也时断时续地进行着，
仍没有拿出一张大家满意的测图， 人员却换了好几拨。 ２０１０ 年情况终于出现了转机，
这一年原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曹锦炎先生受命组建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一次

会上偶遇谈及有无机会合作， 我借机向他讲述须弥山调查的情况， 曹所长称他们正在尝

试利用数字化技术进行一些测量活动， 俩人一拍即合， 决定联合调查须弥山石窟。 曹所

长并称北京大学李志荣很快加盟浙江大学， 可以请她来负责这一项目。
接着我在北京向宿先生汇报我们与浙江大学的合作意向， 宿先生说由浙大方面李志

荣负责须弥山调查是可以的， 她虽然没有做过石窟， 但完全可以胜任， 只要协调好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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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宁夏方面人员关系。 得到宿先生的支持， 我心里稍有些底， 我们的须弥山调查测绘一

向不被宿先生看好认可。 ２０１１ 年年中刚调入浙大的李志荣和浙江大学数字化团队很快

来到须弥山石窟， 在初步数字信息化采集工作之后， 大家都觉得这样的办法虽然还在摸

索之中， 但无疑是可行的。 在调查工作团队的组建中， 我们充分考虑了既往工作的沿续

性， 也邀请相关专家一起工作。 来年五月， 我再次向宿先生报告了准备情况及调查人员

的构成， 宿先生表示， 这样看来工作可以开展了， 并明确告诉我， 须弥山石窟的调查工

作就由李志荣主持吧， 其他人有时间就去， 调查就是要有人一直盯在现场， 随时解决出

现的问题， 并批评道你们以前那样不行。
随即我们两家签署须弥山石窟联合调查协议， 并请宿白先生担任总顾问， 宿先生欣

然接受了我们的邀请， 调查工作终于可以开始了。 宿先生听了弥山石窟初步考察的收

获， 非常高兴， 随即我们一起商定考古组织的基本架构和设想。 他看过在须弥山试验数

字化技术的成果， 觉得能够利用这一技术解决须弥山石窟测量问题， 只简单地说， “那
就抓紧干吧！”

二

宿白先生关注须弥山石窟实际是他推动中国石窟寺考古调查的一个组成部分， 他用

相当多的时间来思考中国佛教考古的问题， 尤其是石窟寺调查的具体方法， 许多重要石

窟的考古调查工作都是在先生的亲自指导下进行的， 也是他学术生涯中不可或缺的

一环。
如果我们希望正确地评价宿白先生对中国石窟寺考古的贡献， 那么将其放在二十世

纪中国石窟寺调查的长河中去认识的话， 大约应该是一个不错的角度。 在宿白先生的学

术生涯中， 佛教考古是他研究的重点之一， 除藏传佛教考古外， 他花费了很大的功夫来

研究、 推动中国石窟寺考古的调查、 研究工作。 在宿白先生进行的一系列开创性工作

中， 他的每一部著作几乎都标志着佛教考古学科一个新的起点， 我们都可以从中学习到

许多东西， 如提出问题的角度、 解决难题的方法和可靠而不被注意的材料信息等等。 他

会轻而易举地抓住问题的本质进行讨论， 与长广敏雄的论战完全突显了他的这种才能。
几十年后的今天， 这些著作仍然是学术领域中的经典著述， 《中国石窟寺研究》 《藏传

佛教寺院考古》， 甚至未正式刊行的著名的 《敦煌七讲》 都是这样的著作。
云冈石窟是宿白先生研究石窟寺考古的开始， 关注云冈石窟可以推及到解放以前的

１９４７ 年。 那时， 他在整理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善本书籍过程中， 意外地发现清代金

石学家缪荃孙传抄的 《永乐大典》 天字韵 《顺天府》 条中引了元人 《析津志》。 《析津

志》 中有一篇 《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记》。 缪荃孙所抄 《金碑》 虽系近录但

却是孤本， 因为他所抄录的这册 《永乐大典》 在庚子事变中已不知所踪。 后来宿先生

依据这篇碑文所记的云冈十寺， 来研究云冈石窟中寺院的历史。 他采用注释的体例， 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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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地推测了其中五个寺院的位置。 后来在与日本著名考古学家长广敏雄的辩论中， 详尽

地论述了这篇 《金碑》 史料上的可靠性， 以及一些刻铭、 文献在研究石窟寺考古时的

重要性和使用原则， 特别强调石窟附近的一些寺院建筑遗迹的延续和继承性。
实际上宿白先生从 １９５０ 年参加雁北文物考察团到过云冈石窟后， 多次前往云冈石

窟进行调查， 他的多篇有关云冈石窟的论文就是实地考古调查的心得。 在此基础上他提

出了著名的 “云冈模式” 这一石窟考古上的重要概念。 宿白先生从魏道武帝占据平城

以来的百年历史事实出发， 指出云冈石窟实际上是北魏王朝集中各地优秀人才、 财富、
技术的产物。 云冈石窟的三个阶段都与当时崇佛思想、 南北交流、 宗佛思潮密不可分。
迁洛以后， 云冈的大型石窟营造中辍， 大批中小型洞窟盛行， 是皇家势力撤出后由留

平、 复来贵族充分利用平城旧有技艺的结果。 它的式样与洛阳地区石窟联系甚密， 杂染

华风是必然。 云冈石窟影响范围之广、 延续时间之长， 是其他任何石窟所不能比拟的。
北魏领域内的任何石窟建造都是参考了云冈石窟新兴的营造模式或以此为典范。

敦煌莫高窟是宿白先生关注的另外一个重点。 大约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 宿

先生在敦煌文物研究所讲述著名的敦煌学七讲， 学生们根据他的讲课记录， 整理了

《敦煌七讲》。 在这次系列讲座中宿白先生主要从中国石窟寺研究的历史出发， 系统地

梳理了石窟寺考古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他的这些思考虽然大都见于后来发表的若干文章

当中， 但其中若干关于石窟寺考古具体调查方法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现在仍然值得我们

领会思考。
中国境内最早进行石窟寺考古调查的是外国探险家， 斯坦因、 勒柯克、 伯希和等人

在新疆、 河西的调查报告书是学术界了解克孜尔、 敦煌石窟的基础。 内地佛教遗址考古

调查最早在二十世纪初年， 日本学者在这方面用功最多， 尤其是抗日战争期间， 日本军

队占据华北地区后， 他们对云冈、 龙门、 响堂山石窟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和详尽的勘

测， 并且很快出版了考古报告。 １９３６ 年， 长广敏雄、 水野清一等调查龙门石窟， １９４１
年出版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之研究》； １９３６ 年调查响堂山石窟， 次年 《河北磁县河南武

安响堂山石窟》 就出版。 当然， 长广、 水野用力最多的是云冈石窟， 调查时间几乎伴

随着整个抗日战争， 报告的整理时间更长， 从 １９５２ 年开始到 １９５６ 年出版 《云冈石窟：
西历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调查报告》， 共十六卷三十二册。 至于一些云

冈石窟零星发掘品的整理， 更是要晚至 ２００６ 年， 才由冈村秀典整理出版 （冈村秀典编

《云冈石窟·遗物篇》， 京都： 朋友书店， ２００６ 年）。 这部考古报告是中国石窟寺报告中

最重要的一部， 也是宿白先生最重视的一部， 多次向我们推荐这部报告。 他曾指出这部

书是石窟寺考古报告编写的一个蓝本； 但同时也指出， 长广敏雄和水野清一在编写过程

中的一些分歧， 他们的意见分别表现在各自主持的报告部分。 报告的日文部分主要由长

广敏雄主持编写， 英文部分的主持人水野清一。 水野邀请国立博物馆的原田治郎进行翻

译。 翻译并未按日文一一对应， 并请一位美国人 Ｐｅｔｅｒ Ｃ Ｓｗａｎｎ 担任校对工作。 所以水

野花了大量时间向译者逐一叙述云冈石窟， 水野对云冈石窟的看法主要体现在英文部

４ 敦　 煌　 学　 辑　 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分。 宿白先生提醒在阅读英文部分时要注意这种差异。
宿先生对这些日本石窟报告的总体评价是： 南北响堂山石窟报告因为时间太短， 较

为粗糙一些， 龙门石窟相对从容要稍好一些， 但问题很多。 云冈石窟报告则更好， 它可

以看成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学术界对我国石窟研究的一个总结。 不过在宿先生眼中，
日本人关于佛教考古著述中最高水平的著作， 是京都大学的 《居庸关》。 居庸关的过街

三塔除去许多雕刻造像外， 过街塔洞还铭刻许多其他文字， 所以当时京都大学集中许多

各方面的专家共同研究。 历史方面有藤枝晃、 日比野大夫， 图像方面有高田修， 梵文、
藏文方面有长尾雅人， 八思巴文、 西夏文方面有西田龙雄， 回鹘文方面有江实， 陀罗尼

文方面有利惇氏、 梶山雄一等。 这些人都是当时不二之人选， 因此报告的总体水平要超

过 《云冈石窟》。 当然这是由于居庸关材料的特殊性决定的， 一般的石窟调查， 《云冈

石窟》 仍具有重要的参考性， 包括报告书的形式。
宿先生虽然觉得日本人石窟考古研究在推进中国石窟考古研究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

义， 但他早在六十年代就指出其中的一些缺陷。 例如他们的研究偏重于题材考证， 无法

了解题材的发展； 一些现象只有一些不大肯定的推测， 而无正确阐释。 即使对内容的考

察， 也只能注意其表面现象， 而无法重视其内部关系。 另外， 一个致命的缺陷是掌握的

材料不够全面， 像天梯山、 麦积山、 敦煌莫高窟这些重要的材料， 他们都不了解， 无法

进行比较研究。 虽然日本学者以网罗文献著称， 宿先生却觉得他们在参考文献方面受到

一些限制， 像金代 《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记》 这样重要的文献， 在长广敏雄看来有

点儿来历不明， 从而不被重视。 还有他们对于禅宗、 密宗的理解有点儿片面。 因为这些

问题的研究都与道德传统、 生活习惯、 习俗等有密切关联， 而不能仅用自身的理解去研

究， 他们在这方面也有困难， 无法深入。
石窟寺考古是宿白先生长期思考的历史考古学问题之一， 尤其是石窟寺的考古调

查， 这是石窟寺研究的基础。 早在六十年代， 他在著名的 《敦煌七讲》 中专门用两讲

的篇幅讲解了他的思考和方法。
宿白先生认为： 石窟寺考古首先要探讨排年、 分期和性质， 然后才能进一步讨论它

的社会性质。 因此， 注重窟室形制、 布局、 分组和形象各种题材， 组合与造像特征的调

查记录是最重要的环节。 考古学的基础是层位学和类型学， 石窟寺的考古学记录， 相当

于考古学的层位学。 石窟寺考古学的记录， 不是一般性的调查记录， 它所要达到的最高

标准是在考古对象被破坏以后， 可以根据调查记录， 进行复原工作。 这一点， 对于石窟

遗迹来讲， 尤其重要， 因为石窟的寿命不可能永久存在下去， 它会一点一点的消失， 最

后全部损毁。 阿富汗巴米扬石窟的被毁， 完全突显了详尽考古调查工作的重要性。
正式的石窟考古学记录， 是石窟寺的科学档案， 共有六项工序， 所有进行调查石窟

工作的人员都应当掌握：
（一） 测绘

完整的测绘图应当有： 连续平、 立面图， 这便于我们了解被测窟在窟群中间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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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也要注意窟外檐、 栈道等遗迹平面图， 要求与连续平、 立面图相匹配， 用不同高的

线条表示高低。 还应当注意已经消失的迹象， 如幢幡架、 燃灯架、 栏杆等， 当然造像等

复杂遗迹更要重视， 应该用方格基线剖面图， 纵、 横剖面都要有， 最好能延至窟外， 可

以看出其与上下窟的关系， 还要能表示出改建痕迹。 各壁的立面和各壁画面的实测图，
复杂的壁画要有细部原大白描图、 窟顶图。 窟前木构图， 要分清原装和后装， 注重材、
栔、 分口、 榫卯等古建筑的规格和方法。 塑像石测图应包括， 正视、 左右侧视、 后视、
俯视图等。 衣纹、 佛面、 花纹及后塑部分都要有细部图。 窟前遗址图。 石窟解剖、 轴线

投影图， 虽然原理简单， 但实际操作起来麻烦， 最好能有。
（二） 尺寸登记表

这项工作应与测绘同时进行， 与图相辅而行， 彼此不可偏废。 尤其要注意实测图中

不亦表现出的尺寸。
（三） 照像草图和登记

照像的部位要画出草图， 照片、 草图都要记录。
（四） 墨拓

墨拓最好由记录者制作。 它的对象是石窟中的各种石刻、 木刻、 砖等。 因墨拓的延

伸关系， 注重其神。
（五） 文字、 卡片记录

以上述各种图为单位制作单位大卡片。 卡片描述必须客观准确， 不作任何考证， 必

要时可以作附注。
（六） 简单小结卡片

各种图表、 卡片记录完之后， 要由负责人作简单小结卡片， 检查各种记录、 图表之

间相互交换关系， 内容必须统一， 不能有矛盾。 小结时要有图表总目录， 图表要进行统

一编号。
宿白先生指出在整个石窟考古中最为重要的是造像的测量， 而造像的测量不仅要注

意造像的现状， 还要从造像制度方面考虑问题。 造像的经典都来自一定的佛教规制图

样， 几次大的佛教传入， 主要是根据图样。 虽然， 我们现在在 《大藏经》 中找不到一

本造像经典， 但历代工匠肯定是依照经典尺寸来造像的。 一些佛经如 《阿婆缚抄》 《觉
禅抄》 《别尊杂记》 和 《画像要集》 等密宗经典都提到过造像的尺寸、 颜色、 布局。 他

特别到注意一部名为 《造像度量经》 的藏文经。 这部关于造像的经典最早由元人幢吉

祥从梵文译成藏文， 大约在明代中期出现汉译本， 现在的汉译本是由精通藏文的蒙古族

人工布查布在清乾隆年间译出。 《造像度量经》 中有一些图样， 并且根据经文对佛的坐

立、 佛面、 菩萨、 佛母、 天王进行比例分析。 例如头与身的比例， 面部各部位的比例，
坐与立的比例， 佛与菩萨的比例等。 虽然这些比例关系并不一定完全符合诸多石窟造像

尺寸， 但对于我们理解造像比例关系规律、 为我们研究藏传佛教的形象、 仪式提供帮

助， 也是通过唐密图样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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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白先生关于石窟考古调查的思想是全面的， 方法具体而详尽， 即使过去五十多

年， 由于技术的进步， 一些过于艰困的测量已经变得相对简单。 但是宿白先生所要求的

具体操作方法、 关注问题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或者说我们仍然没有达到宿先生所要求

的水准。
在宿白先生的晚年， 他在不同的场合， 依然强调这些原则， 并加以发挥。 当一些技

术尝试性地运用到石窟调查之中， 宿白先生总是给予热情的鼓励和支持。 他提醒调查时

要注重人员的结构， 强调考古学者如何主导调查方向， 而不至于成为技术的附庸。

三

大约是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份， 初查须弥山回到杭州不久， 李志荣接到宿先生电话， 希

望到一趟北京， 一是要听 ９ 月在须弥山初查数字化三维建模技术在须弥山石窟第 ４５ 窟

前壁西龛进行数字化测量实验的结果， 二是要求到北大考古系资料室借出日本人云冈报

告， 好好念一遍。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须弥山石窟第三次考古调查正式开始。 这次工作与此前石窟寺考古的

最大区别， 就是计算机数字化测量记录技术的引进和应用。 因此， 这次工作可以定义为

是一次在数字化技术介入条件之下的石窟寺考古实践， 甚至可以说是全新的尝试。 须弥

山石窟考古工作从团队组织到具体环节， 都是在宿白先生学术思想之下对石窟寺考古方

法论在新条件下的学术实践和方法论探索。
团队的组织。 地面遗迹的田野调查， 除不发掘之外， 工作与田野考古无异， 同样需

要对遗迹的全面细致的观察， 从整体到局部的测量， 对观察和测量遗迹的全面的文字记

录， 以及对观察和测量并文字记录的遗迹的全面的摄影记录， 做到尽可能全面地把遗迹

信息多方位地记录下来、 呈现出来。 石窟寺遗址除历史地理诸环境因素外， 还有窟外遗

迹、 窟前遗迹和窟内遗迹， 极为复杂， 依照宿先生的要求和徐先生的标准， 需有考古工

作者率专业的考古测量工作者、 考古摄影师， 数字化工程师， 无分别地全面观察和记

录。 须弥山石窟考古调查团队， 就是由宁夏考古所和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联合组成

的一个由考古工作者、 摄影师、 测量工作者和数字化工作者组成的团队。 后者是数字化

技术介入在团队组织中的反映。
整理石窟寺研究史。 宿先生说， 梳理研究史， 对考古工作而言， 最重要的是为了更

好地了解遗迹得以成为今天现状的来龙去脉。 从某种程度上说， 梳理历史文献的也是这

个道理。 因此， 一切与遗迹面貌有关的行为， 不论是学术调查、 研究还是加诸考古遗址

上的其他行为———对石窟寺而言， 当然还包括石窟寺的保护整修等等———都应当纳入研

究史。 本次工作， 除梳理方志文献外， 梳理了自须弥山石窟被发现以来历次的著录和调

查， 特别专门梳理了 １９８３ 年代以来大规模的须弥山整修工程。 这次整修工程不仅改变

了须弥山的整体面貌， 顺着修整工程的 “功业” 逆流而上逐项 “剔除”， 正好可以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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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修工程前须弥山石窟的面貌。 而两次大规模的调查， 对须弥山石窟群进行了科学编号

和分区， 公布的包括题记和图版在内的资料， 记录保存了上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洞窟内外

遗迹的实况， 对认识今天的遗迹面貌、 两次调查的学术贡献和整修工程中抢救保护遗迹

的时代贡献， 意义非凡。 研究史的梳理使本次工作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之上， 并保持了与

前人工作的延续性。 中国现存的石窟寺大都不仅经过几代学者若干次的调查研究， 而且

也几乎都经过 １９４９ 年以来若干次修缮和加固保护工程， 宿先生强调立足遗迹梳理研究

史， 当不仅仅适用于须弥山石窟。 （图 １）

图 １　 宿白先生 １９８４ 年考察须弥山石窟北周 ５１ 窟①

整体布网测绘。 现存的中国石窟寺， 和须弥山石窟一样， 均为自然历史环境独特、
区划复杂、 洞窟众多的石窟群， 如何进行可持续的考古工作， 到目前为止尚是一个令从

事石窟寺考古的机构感到困难的问题。 幸而目前测量技术进步使这个问题的解决成为可

能。 用在大遗址考古中普遍使用的带 ＲＴＫ 的全站仪首先对石窟群连同其选址环境进行

布网测绘， 不论后续具体实施的详细考古调查从石窟群的哪个区哪个窟开始， 都会归宗

于窟群整体。 这是现代测量技术给当前石窟寺考古工作带来的便利。 须弥山石窟工作

中， 我们首先安排了整体布网测量， 之后选择从须弥山石窟群的核心区段圆光寺区开

始。 目前须弥山子孙宫区全部和相国寺区第 ５１ 窟及其附窟的田野工作都已经全部结束，
局部的测量和整体布网测量之间实现了宏观和微观记录的统一。 （图 ２）

８ 敦　 煌　 学　 辑　 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① 图 １、 图 ２ 照片由雷润泽先生提供， 谨表谢意。



图 ２　 宿白先生在相国寺区洞窟石阶

石窟寺的数字化测量及测图。 如前所述， 石窟寺记录中首要而繁难的就是具体石窟

寺洞窟内外的测量。 数字化技术引入之前的传统测量， 是借助工程测量三视图的方法，
设立测量基点、 基线， 建立坐标系， 然后借助各种传统的测量工具， 测量遗迹在坐标中

的位置， 形成石窟寺的平面、 立面、 剖面图， 理论上通过三视图， 来复原石窟寺洞窟内

外遗迹的三维空间和遗迹全貌。 但由于石窟寺遗迹的复杂性， 要做到精准测量极不容

易， 做到完全复原只是理想而已。 数字化技术引进石窟寺考古中解决洞窟内外的测量问

题， 其过程与传统测量正好相反。 ２０１２ 年须弥山一期具体的做法是， 用多图像三维建

模的方法， 首先获得洞窟内外遗迹的三维空间模型， 然后再从这个已经获得的三维模型

中， 根据考古记录呈现遗迹的需要， 获得各种数字化的测量图———正射影像图。 这样形

成的正射影像图的每个点都是数字测量的结果， 可以用作传统意义上测图的底图， 清绘

之后就成为可反映洞窟遗迹及遗迹关系的线图。 令人感动的是， 宿先生几乎是立刻就理

解这种新技术能给石窟寺考古带来怎样的促进， 只是不断督促说， 线图绘制， 那一定得

做考古的人盯着， 数字化工程师也好， 清绘的人也好， 不了解遗迹和遗迹关系， 或理解

不深， 是画不出来的。 我们谨遵教诲不敢放松， 坚持与数字化测量同时工作， 在现场完

成石窟寺考古观察和记录， 并不断地给数字化作业工程师讲解遗迹， 让他们了解他们工

作的对象以及目标。
然而以数字化测图为底清绘而成传统线图， 并没有预想的容易。 数字化记录的是遗

迹包括质感、 色彩、 风化、 残损等的全面信息， 正射影像图因此就成了把遗迹和遗迹关

系呈现得十分丰富繁复的底图， 远超传统测量所得， 给清绘带来了取舍难题。 通过从数

字测图到清绘成线图的全过程， 事实上可见两种测图表达内容的差异， 前者可以看作对

遗迹全貌的客观记录， 而线图———其功能已经不再是用以复原洞窟的空间信息———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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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定意义上是考古工作者对遗迹的观察认识。 数字化的底图使表现更多遗迹信息的更

加细腻的线图成为可能。 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 进一步认识了数字化记录的优越性。
最后我们坚持两种测图同时发表。

石窟寺遗迹的文字记录。 无需多言， 和任何考古工作一样， 考古记录需在现场面对

遗址遗迹不断地深入观察的基础上进行。 关于这一点， 宿先生总是在说， 使劲看， 看明

白， 看不明白也就不可能记录明白。 而石窟寺遗迹包括选址营凿的工程遗迹， 如果有窟

前寺院营建的话， 还有地面寺院的营建遗迹， 进入洞窟， 则有洞窟形制、 布局遗迹， 还

有造像遗迹， 还包括在开凿洞窟过程中形成的工艺遗迹， 还有石窟寺存续的漫长时间里

不断的重装遗迹， 如同传统考古地层学所示的不同文化层叠压一样， 都需要不予人为轻

重分别地全面记录。 对于晚期遗迹， 宿先生说， 那当然要记录了！ 须弥山石窟的记录，
虽不敢说确实看明白了， 但却谨遵教诲， 使劲看了， 认真地记录了窟外窟内的遗迹、 开

凿的遗迹和晚期重装的遗迹， 看见了洞窟营凿的匠心， 看到了手工时代的雕凿技艺对遗

迹形成的影响， 看见了遗迹细部中充满的生动的变化， 最重要的是， 常被一笔而过的

“晚期重装”， 对于像须弥山石窟这样在晚期有过系统性重装的石窟寺， 被详尽记录。
正是透过晚期重装遗迹， 开凿时期洞窟遗迹才被 “暴露”， 特别是造像遗迹。 事实上，
不论开凿还是重装， 都是人们为实现自己的信仰理想付出努力劳作倾尽心力的结果， 不

论早晚都不能稍有忽视。 而正是须弥山案例， 我们获得了历史时期保护修缮石窟寺文物

的具体知识。 也是在现场的观察记录中， 我们同时草绘了全部图表， 和洞窟形制、 布局

的手绘记录， 重点的开凿和重装遗迹的草图记录， 特别是标注出哪些遗迹需要专门图

版， 哪些地方需要用线图呈现， 哪些地方必须用正射影响图呈现等等， 客观上使考古记

录成为统领其他各专业配合的核心。
数字化技术和考古工作的融合。 须弥山石窟考古引入数字化技术在石窟寺考古界当

然不是第一次， 但把数字化技术作为石窟寺考古记录的新方法的技术环节， 而不仅仅是

为实现传统石窟测量目标的辅助工具， 确是第一次。 如何使数字化技术真正成为考古记

录的新帮手， 提升石窟寺遗迹记录的成果质量， 因此成为一个问题。 在须弥山石窟的田

野工作中， 我们坚持 “考古的立场”， 也就是数字化技术的工作目标是为记录石窟寺的

遗迹服务的， 这项技术应当跟着石窟寺， 或者说考古记录的要求改进和升级； 我们坚持

“考古的在场”， 就是强调数字化田野作业过程中， 考古工作者必须和他们一起工作，
向数字化工程师解析不同方位、 类型遗迹的内容， 提出需要数字化技术进行工作的明确

需求； 同时坚持 “考古的标准”， 就是数字化技术的使用过程， 甚至计算过程必须符合

考古学 “科学客观” 的要求， 保证其过程的科学性， 杜绝人工干预和违背科学路径的

任何虚假结果， 其成果要达到 “一旦石窟寺毁废， 可以据记录重建的程度” 的标准。
在须弥山石窟田野工作中总结和坚持的数字化工作原则， 已经成为浙江大学文物数字化

的根本理念。
图版拍摄。 洞窟测量记录的遗迹， 表达的是遗迹客观的存在， 反映的是石窟营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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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重装者的思想和用一定工艺手法实施完成所呈现的客观结果的遗留， 即使有了数字

化技术可以记录遗迹的形色信息了， 但我们观察、 记录时与遗迹的交流和遗迹给予的启

发和我们从中的认知获得， 却是不可测量的， 比如石窟群所在的壮美山河和雕凿遗存的

微妙转折！ 因此图版拍摄， 反映的就主要是测量无法完全反映的、 观察者认为需要特别

强调并希望能够同时呈现和表达的遗迹整体或细部， 是考古工作者认识的角度和板眼所

在， 不可稍微轻易。 不同类型的记录用不同的方法， 从事者都应当是专业的。 在须弥山

石窟考古工作中， 我们强调根据考古要求摄影的图版由专业摄影师完成， 每一帧都应当

是真正的摄影作品， 构图、 布光和画面符合专业摄影标准。 我们先后拍摄两次， 其中还

得到文物出版社资深编辑蔡敏的专门指点。
报告的编写。 须弥山考古报告编写过程中， 我们把 “原真呈现” 遗迹本身确定为

报告的目标， 并以此为准安排章节， 尽量做到文字、 测图、 图版均成系统， 彼此相辅相

成。 这是我们对先生教诲的理解。 报告结语， 以遗迹为核心总结， 也是宿先生在报告写

作过程中反复强调的， “不要牵涉别的石窟的事， 年代问题的讨论可放在最后一卷。”
其实， 没有比记录客观事实更难的事了。 从两次田野工作完成到报告最终付印， 前

后用了差不多八年时间， 固然我们学力不强怠惰懒散， 而编写石窟寺考古报告之难也确

实非从事者难以体会。
行文至此， 不禁怀念起并不久远的须弥山石窟考古调查事前事中到报告编写的那些

永不复返的不短的岁月。 那时候， 宿先生精神尚好， 关怀心切， 我们在田野工作的每一

天， 都要向宿先生汇报， 和先生保持着热线联系， 听着先生兴奋的回应和针对新情况的

指导教诲。 在室内工作的每一阶段， 差不多一个月就带着整理的文字， 不断出来的图，
奉在先生面前。 先生只要一听到须弥山石窟考古的新发现和新进展， 总是说 “好！
好！” 发自内心的欣喜难以名状。 先生家的墙上， 一直贴着一幅须弥山壮美的全景， 那

是这次工作拍摄的先生心系的须弥山。 直到先生辞世， 照片都未从先生家的墙上摘下来

过， 成为先生最后岁月的背景。
从宿白先生第一次上须弥山的 １９８４ 年算起， 至今已经整整过去三十五年， 须弥山

报告的出版能稍慰我们对宿白先生深深的怀念。

（本文是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等编著 《须弥山圆光寺》
一书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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